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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十年国家出台的文件
看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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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我国已经全面开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新征程。在高等教育承
前启后的这一历史节点，回望过去，把握发展轨迹，对谋划、选定下一段发展路径将大有裨益。 本文基于对
2007-2017 年间国家出台的高等教育政策文件的分析， 归纳出近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四个特
征：中央政府通过政策性文件配置资源的方式在数量比重与体制分类结构比重上占主导地位；越倾向高校
内部管理的事务、越倾向由基层或市场配置的事务，中央层面的文件越趋向与多个部门协调；教育行政性审
批文件仍然占据一定比重，且在学校微观管理上占据不小空间；尚未有关于教育政策评估制度的发布。认清
这些特征，对未来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有重要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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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押 Since its entry into a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 has started a new
journe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untry with world -class competitive power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historical moment that connect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it is beneficial for strategizing
and selecting the approach to future development to look backward upon the past decade and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Based on a policy document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policy documents in relation to
higher education issued between 2007 and 2017, this paper reports on the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y-making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1)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ominated higher education in terms
of ratio distribution and system classification through policy documents-guided resource allocation; (2) For higher
education related matters, the more institutionally internal, the lower level, and the more market-oriented, the
more likely would the policy documents 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evel be coordinated with multiple
departments; (3) The policy documents with the nature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monitoring still accounted
for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many of which were concerning the micromanag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4) There had been no policy documents in the area of educational policy evaluation.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押 Higher Education; Policy-Making; Docum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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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和民族复兴基础工程的重
要结合点，高等教育的地位举足轻重。 进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我国已经全面开启建设高等教
育强国新征程。 在高等教育承前启后的这一历史节
点，回望过去，把握发展轨迹，对谋划、选定下一段发
展路径将大有裨益。 高等教育政策制定与发布是高等
教育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 高等教育政策更替与演进
过程推动高等教育制度的不断创新与完善。 在我国高
等教育体制改革中，不同类型的政策指导不同的改革
实践，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处理不同层级政府、不同区
域内市场、不同类型学校、不同需求的社会群体之间
的关系。 仔细考察具体的政策文件有助于理解、把握
政策制定的逻辑和轨迹，从而有助于为未来的政策制
定提供参考。 本文试图通过对政策性文本的分析，归
纳涉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治理权限等重要课题的变
化规律。 通过对 2007-2017年间国家出台的政策本文
分析，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近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
在政策制定上有哪些特征？

二、有关高等教育政策制定及政策文本分析的文
献简述

过去的十年中，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跨越
式发展，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也日益丰富。 大量研究
涉及某一专题，如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国际化、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资源配置改革、高等教育投资体
制改革、高等教育质量评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等。
也有不少研究涉及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微观领域。 但
是，关于高等教育政策文本制定的研究并不多。 仅有
一些关于高等教育某一具体领域的政策研究，如中国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工具分析 [1]，产学研合作
教育的政策分析[2]，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制度与政策
选择[3]，协同创新与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分析 [4]，民
族预科教育政策的研究[5]，以及从教育政策看中国高
等教育价值取向[6]等。

从研究方法看，文本分析法是一种在国际、国内
政策研究领域广为应用的方法。 在国际上，已有研究
者专题讨论政策文本分析作为一种创新研究方法在
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7]。 有研究通过对政府文件中
质量概念的分析揭示教育质量的意义和含义 [8]，也有
研究揭示文件、实践和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9]，还有的
研究将内容分析用于高等教育政策分析[10]，并通过文

本分析描述政策偏好[11]。在国内，有研究提出公共政策
文本分析的理论框架[12]，也有研究开始定量分析我国
高科技政策文本[13]，还有的研究集中阐述教育政策文
本分析及其应用[14]，并较早将政策文本分析用于对我
国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分析[15]。康宁在《中国高等教育
资源配置转型指标体系研究》一书中对 1978-2008 年
高等教育体制领域文件文本进行了分析[16]。 借助政策
文本分析的方法，有研究回顾与反思中国高职教育改
革与发展[17]，透视我国高新技术政策[18]，解析我国创业
教育政策的价值结构[19],以及描述我国高考改革的价
值取向变迁[20]。 此外，研究者还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对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21]、我国科技成果转化 [22]、“双
一流”建设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23]以及高等教育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24]等课题进行了有益探索。

但综观已有文献，没有发现专门针对最近十年国
家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系统研究，也没有使用文本分
析方法对该课题进行的研究。 相对于对具体政策内容
的研究，对政策制定本身的研究更为重要，它相当于
对思维过程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是高等教育研究领
域的一种元认知。 因此，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政策文本分析的方法， 对 2007-2017
年间中央政府关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各类文件进
行文本分析。按照该时段，我们收集了国家出台的 778
件关于高等教育体制创新的政策性文件①。 所获得文
件来源主要是教育部官网，还有少量来自财政部官网
及中央政府官网。 具体包括 2007-2017 年期间人大、
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和同级政府管理部门发布
的有关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也包括涉
及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相关的政策性文件。 不包含有
关上属部门的具体实施、通知要求、常规任命或一般备
案形式之函文。 作为公共服务政府改革的一部分，在
国家近年来相继出台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条例后②，政
府的政策文件发布公开比较规范，获取途径便利，因
此， 此次研究获得的文件来源取决于政府信息公开
可取性。

四、分析结果与讨论

（一）发文量的类别和年代变化
本研究涉及的高等教育政策文件分为六大类别：

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招生就业，内部管理，
教学体制。 其中：办学体制类（含民办）政策文件有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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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涉及管理体制方面的政策文件有 76 件；有关教学
体制（包括学位、学籍、考试、实验室管理等）的政策文
件有 213 件；关于内部管理体制（包括人事、分配、后
勤、 党建、 师资队伍建设等） 方面的政策文件有 103
件；关于投资体制（包括财务管理、收费、奖励、贷款、
基建等） 方面的政策文件有 108 件； 而涉及招生、考
试、 留学与毕业生就业创业体制的政策文件有 220
件，是政策文件体量最大的部分（见表 1)。

表 1 2007-2017 年六类高等教育
政策文件分布及所占的比例

从类别上来看， 招生就业体制和教学体制方面
的文件数量是最多的，都超过 27%；投资体制与内部
管理体制文件其次，占比接近四分之一；办学体制和
内部管理体制文件占比都在 10%以下。 对照改革开
放后前 30 年的文件相关分析 [16]，发现在两个不同的
时间段内不仅文件总量排序一致， 而且比例基本一
致。 不过，近 11 年的招生就业体制与教学体制占比
比过去高出近三个百分点，而前 30 年的投资体制与
内部管理体制占比高出此次同类项近三个百分点。
办学体制与管理体制比例结构基本相当。也就是说，
40 年中这六类政策文件的发布数量占比排序没有
发生改变， 只是招生就业与教学体制方面的文件数
量大大超过以往。 这是不是高等教育管理中的常态
值得研究。

从年度上来看，发文的年度频率呈现出明显的特
征。 办学体制、管理体制与内部管理体制类文件的出
台在 2007-2015 年间比较平稳，2016-2017 年骤然增
加。 这两年出台的办学体制类文件占 11 年总数的
46.55%，管理体制类文件占 11年总数的 61.84%，内部
管理体制类文件占 11年总数的 47.57%。 投资体制类
文件呈现出两头沉中间稀的状况，2016-2017 年出台

的文件数占 11年总数的 33.33%。 招生就业体制和教
学管理体制类年均文件数是 17 件与 15件， 而 2016-
2017 年出台的文件数分别是 11 年总数的 29.09%与
32.86%，且在各年的发文中这两类政策文件数量都是
排在前列。 纵观这 11年的发文情况，发文最多的年份
是 2016年和 2017年，发文量都远远高于年均数，两年
发文量分别占总量的 17.10%与 20.57%，接近 11 年发
文总量的五分之一。 办学体制、管理体制与内部管理
体制类文件在近两年发文骤增的背后反映出中央政
府治理及放权的改革力度。

（二）高等教育治理的权威部门
表 2、 表 3 都反映了中央相关部门在高等教育政

策制定中的构成及相互关系。 如表 2所示，在 10个中
央一级或中央直属的发布高等教育政策文件的机关③

中，教育部在 2007-2017 年间所发的政策文件占总数
的 70.57%， 教育部和其他部门联合发文占总数的
23.78%；全国人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办、国办合起
来的法规文件只占 4.88%。 如表 3 所示，2016 年和
2017 年， 教育部所发文件占 11 年发文总数的
41.17%； 国务院在 2014-2017 年中所发文件占 11 年
发文总数的 70.83%， 如果加上 2016-2017 年中办、国
办发文数，就占 11年发文总数的 77.42%。这一密集性
发文特征与全局性改革相关，表明这届政府更加重视
高等教育领域，反映了中央主管部门对规模日益庞大
的高等教育事业的管理模式倾向。 另外，这一时期全
国人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军委以及国务院批转的
法规文件占 8.44%，表明在改革发展的不同时期，高等
教育一直都是中央重视并关注的焦点。

表 2 2007-2017 年间不同机构发布的高等
教育政策文件分类别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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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7-2017 年间不同机构发布的高等
教育政策文件分年度统计

从我国政体及组织体例看，中央层面对高等教育
政策制定的相关部门涉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中共
中央、国务院以及所属职能部门。《高等教育法》第一
章第十三条规定④， 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
教育事业。 第十四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
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
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 国务院其他部门在国务院规定
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高等教育工作。 同时，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为全党全国的最高领导机构，负
有对国家重大战略重要事项的决策决定权， 因此，中
共中央负有对高等教育的直接宏观领导决策权。 2018
年 3 月 21 日，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方案》，提出组建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秘书
组设在教育部。 这是新一届政府在新时期加强国家教
育优先战略， 在全国教育领导管理体制上的重要改
革。 由于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高等教
育主要由中央集中管理，同时涉及多个行业部门管理
高校的格局，即使已改革多年，经过几轮机构改革和
政府管理体制变革，但沿袭传统的多头管理体制仍然
制约着高等教育的不少方面。 中央作出的这一党政机
构改革方案正是针对上述组织与制度创新不匹配所
采取的重大调整。 新机构改革有望根本解决这一多头
管理体制。

表 2 还显示了 2007-2017 年间 10 个中央机关发
布的高等教育政策在六个类别上的分布情况， 其中：
办学体制方面教育部独立发文占比为 60.34%，教育部
与其他部门联合发文占比为 20.69%，其他中央机关发
文占比近 19%；管理体制方面教育部独立发文占比为

73.68%， 教育部与其他部门联合发文占比为 18.42%，
其他中央机关发文占比近 7.9%；投资体制方面教育部
独立发文占比为 62.96%，教育部与其他部门联合发文
占比为 30.56%，其他中央机关发文占比近 6.5%；招生
就业体制方面教育部独立发文占比为 80.00%，教育部
与其他部门联合发文占比为 17.73%，其他中央机关发
文占比近 2.27%； 内部管理体制方面教育部独立发文
占比为 73.79%， 教育部与其他部门联合发文占比为
19.42%，其他中央机关发文占比近 6.80%；教学管理体
制方面教育部独立发文占比为 64.79%，教育部与其他
部门联合发文占比为 31.46%，其他中央机关发文占比
近 3.76%。上述数据表明，涉及这六类体制的高等教育
政策文件，主要由教育部独立发布，以占比从高到低
排序依次为招生就业、内部管理、管理体制、教学体
制、投资体制、办学体制；其次是由教育部联合其他部
委发布的， 以占比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教学体制、投
资体制、办学体制、内部管理、管理体制、招生就业；最
后才是由其他中央机关发布的，以占比从高到低排序
依次为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内部管理、投资体制、教
学体制、招生就业。 仅仅从这三个发文主管口径来看，
教育部自主能够发文的依次顺序与中央层面的依次
顺序多数成反向对应关系，越接近市场配置与学校内
部事务的越由教育部门主管，但这类发文数量增大也
值得分析；越是涉及办学和外部管理体制以及投资体
制的则中央及相关部门参与就多。比如，2017年 7月，
教育部、中央编办等十四部门联合印发了《中央有关
部门贯彻实施〈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
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任务分工方案》的
通知，具体涉及的部门包括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
展改革委、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税务
总局、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
体制类联合发文较多是好理解的，因中央部属公办高
校涉及专项资金及转移支付等；但联合发文中教学管
理体制类却排列第一位。 详细分析教学管理体制联合
发文的内容发现，虽然人才培养是高校的职能，但是
近几年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对人才培养有新的需求，市
场的需求是高校人才调整的直接信号，中央对人才培
养类别进行调整需要与其他部门协调商议。 因此，怎
样将配置权限让渡到区域地方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还有一些教学管理体制类联合发布的文件比重较大，
值得研究。 例如，教育部办公厅、中央文明办秘书局关
于印发《全国高校文明校园测评细则》的通知，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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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
室关于报送深化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有关材料的通
知，等等。

（三）联合发文较多的领域
表 4 列出在整个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政策性文

件的联合发布状况。 从表 4 可见，联合发文占文件总
量的四分之一。 其中，联合发文机构最多的为办学体
制类，达 14家。 联合发文机构达到 9家和 8家的发生
在招生就业体制领域，且该领域联合发文数仅次于教
学管理体制类的联合发文数。 这不仅反映了面对学
生、面对市场需要，政府介入的频率不是少了而是多
了，而且也与大众化后学生数量日益增长，为确保他
们顺利完成学业需要政府资助以及近年来政府重视
高校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等有关。

表 4 2007-2017 年六类高等教育
政策文件的联合发布情况

首先，联合发文最多的领域是教学管理体制。 作
为教育部主管的高校教学领域却有这么多的部门介
入，几乎难以想象。 教学管理体制作为 2-3 个部门联
合发文最多的领域，反映出高校在教学自主权方面仍
然存在较多的外部约束性。 其次，联合发布数量较多
的类别还包括招生就业体制、投资体制与内部管理体
制。 我国公办高校占绝大多数，因而高等教育与财政
部门、发改委的政策紧密关联，与人事管理部门密切
相关。 教育部与财政部联合发文在联合发文总量中占
比为 28.38%，与发改委联合发文占比为 11.15%，与人
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联合发文占比为 10.47%，这三个
部门与教育部门的联合发文占比达到联合发文总量
的 5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占发文总量 24.81%的政
策性文件都是联合发布的，且教育部与其他部委联合
发布的文件占其中的 96.35%。这意味着教育部在整个
政策制定中， 每 4 个文件就有 1 个要与其他部门协
调。 这既反映出高等教育牵涉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关

联度增加，也与中央层面关于高等教育管理权限分布
多头以及涉及改革深水区的体制性矛盾愈加复杂有
关。 这一“四分之一现象”与涂端午研究发现的“多达
50个以上部门协调发文现象”[15]是一个规律或是权威
体制的特征， 还是中央职能交叉与责任划分不清，甚
至体制改革不彻底、过多应该让渡的管理权限没有下
放呢？ 虽然上级部门的文件不会签会影响下级部门和
高校执行的难度，但是实质上仍然还是中央层面高等
教育管理职能划分与放权没有到位问题。 按照我国政
府机构上下管理的一致性，省级政府管理机构在执行
中央政策中，势必也同样面临省级同类部门的协商与
发文程序。 由此可见，制度创新在原有组织框架与程
序中必定要经过来自各个方面的“制度耗散”。 如果组
织治理机制不能匹配相应的创新需求，所带来的制度
成本不仅仅只是制度诞生成本，还包括由于组织权限
不清等造成的各式成本。 这种“制度耗散”现象广泛存
在于改革深水区中各层级职能部门。 因此，在锁定的
权限范围下，制度创新周期与制度决策的层级与协调
周期呈正相关，制度创新的活跃程度与制度决策的层
级与协调周期呈负相关。

（四）审批性政策文本
表 5 统计了文件的四类属性：政策性、审批性、备

案性、法律性。政策类文件占总量的 80.98%。在其他类
别划分中，直接标明审批或备案的文件才分类统计到
这两类中。 实际在对政策性文件的性质划定上，严格
来说有不少在界别的边缘上。 虽然据不完全统计⑤，总
量上审批类仅占 16.45%，但其中教学管理体制类却大
大出乎意料，占审批类总量的 57.03%。 备案类文件仅
占总量的 2.06%。

表 5 2007-2017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相关文件构成一览表

注：国家法律文件指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发的具有
最高效力的法律，审批性质与备案性质文件主要指原文件中
标明为“审批”或“备案”件。

教育审批制度与审批项目“原都是对高等学校办
学、广大学生的权益有很大影响的管理措施”⑥。 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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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在过去的行政管理中，制定这些制度是从维护办
学主体和利益主体的角度出发的。 这一出发点有一定
的“合理性”，虽合法性不够，但仍然长期影响着教育
管理模式。 所谓“合理性”，是指政府随着改革波及的
领域与项目的扩展，实施不少需要通过放权试点或引
领改革来带动的项目，逐步产生了不少各种形式的政
府审批规则与项目，这是以审批配置增量改革最有效
的方式。 从改革初期制度设计的角度看，这似乎是政
府在破除传统行政配置上不断推进改革的一个合理
行为， 因为这场改革不是一次性或一个部门介入，而
是一场波及全国各个领域的制度重建， 它呈现为渐
进、反复、交错的制度变迁过程。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
区，加上法律制定滞后，政府间不断新增的权力与责
任边界难以理清，利益集团与某些政府部门间形成了
固化的利益格局。 因此，政府长期审批行为的盛行有
其深刻的制度背景。 有不少学者认为，该制度是计划
经济体制的制度安排遗留的[25]。但从上述分析可见，虽
然计划经济时期也有审批制度，但大部分资源权力都
以集中配置为主， 放给下面的权力大多也是确定的，
一切按计划行事是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要
方式，不可能有更多的审批项目。 而改革后出现的审
批制度从主观意识上看，更多地呈现为政府主导改革
意识的社会强化。 一方面政府通过审批制度的过程性
约束，强制并推行政府的改革意向；另一方面那些希
望实行改革的机构和地区为了取得自主配置资源的
份额，只有争取并承受审批的“苛刻条件”，并“自觉”
接受审批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取到原政府手
中配置的资源并享受到先行接受审批的改革收益，因
而才有了地方“跑步进京”的形象说法。 从一定意义上
说，审批制度是转型期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必然导
致的一种制度安排， 是政府主动让出配置资源权力，
但又控制权力配置的一项改革成本。 它的合理性只体
现在主导改革的动机上，是在一种历史演进中制度环
境约束下生成的合理性[26]，实质上它“体现了以计划手
段推动市场的改革悖论”[25]。任何以监管行为出发的审
批制度都以高昂的成本为代价，因为实行这类审批的
前置条件通常是认为被审批者不具备自我约束能力，
且认为政府组织审批的程序公正、公开、公平，用这类
审批替代了自我约束生态环境的培育。 是让学术竞争
的市场来选择淘汰， 还是依靠高昂的审批成本来淘
汰；是把机制放在培育竞争约束的学术生态上，还是
放在“过五关斩六将”的审批程序上；是让学术激励成
为学术组织的内在动力，还是依赖外部学术行政力量

推动。 这些都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微观层面制度创新
的重要细节。

行政审批是现代国家管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等各方面事务的一种重要的事前控制手段⑦。 改革开
放前，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审
批成为政府广泛运用于行政管理领域的一种国家管
理行政事务的重要制度。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建立和完善， 特别是 2001 年我国加入 WTO 后，行
政审批制度存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了发展的体制
性障碍。

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推进与政府组织机构改革
相关。 1981年以来，党中央部门进行了 4次改革，国务
院机构进行了 7 次改革，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点的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 但是，一些领域党政机构重
叠、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比较突出；一些政府机构
设置和职责划分不够科学，职责缺位和效能不高问题
凸显，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一些领域中央和地方
机构职能上下一般粗，权责划分不尽合理[27]。这说明改
革不是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部门利益随着改革的扩
大与深化，日积月累地固化形成的利益联盟成了制度
阻力。 2013-2017年，每年取消和调整行政性审批事项
没有间断过，不仅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还涉及
社会组织与行业职业资格许可与认定等。 至此，2013
年以来国务院已公布的取消和下放国务院部门行政
审批事项共分 9 批审议通过，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
项共 618项，其中取消 491项、下放 127项。 据公开报
道，从 2001-2017 年，先后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
共 3115项。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教育部门同样深度
参与了这一改革。 从 2000-2017 年，教育部先后取消
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达 105 项，占同期国务院部门
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总数的 3.37%。 2015年 5
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
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 中提出了建立教育行政权
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 同时各地也开始运用这一工
具对地方或高校内部进行清理，构建权责清单制度。

如上所述，我们看到了中央政府在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上的成果，也看到教育部门其间改革的力度与成
效。 然而，由于法治和市场的不完善，政府与市场边界
以及政府间边界的不清晰，特别是行政审批的“好处
诱惑”， 使得这一制度改革成为伴随政府管理体制改
革的长期任务。 教育部门的行政审批改革同样体现为
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长期性、伴生性与共
存性。 随着制度创新，新的审批会以新的形式出现，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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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与相应的改革举措共生共处，我们并非都能完全意
识到。

在分析 2007-2017 年高等教育政策性文本时，我
们也与改革开放的前 30 年的高等教育政策性文本做
了比较分析[16]。 1978-2017年 40年间中央有关高等教
育体制的政策性文件总数为 1343件。 总体上，改革开
放 40 年来的高等教育政策性文件具有连续性、 可比
性、也是有质量保证的。 在改革开放不同阶段，根据高
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特殊时期，政策出台的密集程度是
不同的。相对而言，1987年、1995年、1999年、2002年、
2006年、2016年、2017 年都是高等教育政策文件出台
较多的年份，而这些节点都与中央决定高等教育重大
改革之后的相继落实有关。 纵观近 11 年中发文最多
的年份是 2016 年和 2017 年， 两年发文量分别占
17.10%与 20.57%，接近 11年发文总量的五分之一。值
得关注的是，办学体制、管理体制与内部管理体制在
近两年发文骤增的背后反映出中央政府治理及放权
的改革力度。 因此，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能够大概
率反映整个制度转型中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制度创
新的基本面貌；同样，这些政策性文件也反映了全国
整个事业以及基层高校参与改革、贡献制度创新的基
本面貌。

五、结论

研究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之一，是研究国家正式
制度在制度转型中的变革。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正是通
过这一宏观管理体制的政策制定逐步实现配置方式
的转型。 定期观测中央有关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政策性
文本的特征，了解六种分类体制内容的特性以及整个
体制在正式制度走向上的特征，对自省、反思高等教
育资源配置制度创新应有裨益。 通过上述分析，得到
以下几点初步结论。

1．中央政府通过政策性文件配置资源的方式在数
量比重与体制分类结构比重上占主导地位。 尽管政府
不断在下放职能、转变职能、废止职能，并用新的职能
方式替代了原有职能，但从结果来看，文件数量特别
是针对高校微观管理的文件比重仍然很大。 尽管中央
政府不断在下放原有权力， 特别是属于学校的自主
权，政府也通过职能转变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备
案手段、评估监管手段等管理模式，但是这些新管理
的表现模式最集中体现为加大命名方式⑧、 项目推动
方式、评估监管模式。 在 2015年新修改的预算法出台
之前，中央预算外资金在教育领域使用中多数依赖着

上述新配置方式。 因此，在新管理模式下，基层高校想
要获取更多资金就要争取更多的项目，由于中央项目
具有路径依赖的“锁定”功能，使得后续项目具有获得
更多竞争力的基础。 因此，项目“治理”成为新的资源
配置且表面更趋向“公平竞争”的模式，成为主管部门
“引领性”“矫正性”“监管性”的通用手段。 从具体文件
分析可见，项目管理特征必然是管到基层、管到过程、
管得更细，即管得更微观。 因此，过去，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指导意见，现在我们可能看到是一个实施项目的
管理手册。 这不仅大大增加了项目管理者对具体项目
执行运作全过程的指导监管，而且使得学校更像工业
流程中的工程项目， 更多地将学术研究被纳入有计
划、 有预期、 有目标的项目运行中。 教育部发布的
《2016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披露的 64 所中
央直属高校在当年的 14.8 万个“学校研究与发展项
目”中，共拿到约 431 亿元的拨入经费。 在地方 1375
所高校当年约 24 万个“学校研究与发展项目”中，共
获得约 293 亿元拨入经费[28]。 这些惊人的项目数据在
配置给高校更多资金的同时也同样带来更多的“副产
品”，包括获得项目需要投入的各种“附加成本”。 这样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学校内部管理与教学管理体制
类型文件上，学校自主权在落地的同时，主管部门的
文件却日益增多。

2．理论上，文件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度与发布层级
有关，并非与发布机构多少关联度大，但在基层，由于
相关机构职权的确定性决定其一项政策执行的确定
性，所以，实际操作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因此，
在锁定的权限范围下，制度创新周期与制度决策的层
级与协调周期为正相关，制度创新的活跃程度与制度
决策的层级与协调周期呈负相关。占发文总量 24.81%
的政策性文件是联合发布的；其中，越倾向高校内部
管理的事务、越倾向由基层或市场配置的事务，中央
层面的文件却趋向要与更多部门协调。 这意味着教育
部在整个政策制定中，每 4 个文件就有 1 个要与其他
部门协调，这既反映出高等教育牵涉国家重大战略布
局的关联度增加，也与中央层面关于高等教育管理权
限分布多头以及涉及改革深水区的体制性矛盾愈加
复杂有关。 尽管基层反映，上级部门不联合会签会影
响下级部门和高校执行的难度，但这实质上表明了中
央层面存在管理职能交叉与责任划分不清问题，甚至
还表明体制改革不彻底、过多应该让渡的管理权限没
有下放。

3．教育行政性审批文件仍然占据一定比重，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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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微观管理上占据不小空间。 教育审批制度与审
批项目的建立虽合法性不够，但是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这一思想长期影响着教育管理模式。 从一定意义
上说，审批制度是转型期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必然
出现的一种制度安排， 是政府主动让出配置资源权
力，但又控制权力配置的一项改革成本。 它的合理性
只体现在主导改革的动机上，是在一种历史演进中制
度环境约束下生成的合理性。 其实质是，它“体现了以
计划手段推动市场的改革悖论”。 我们虽然看到了中
央政府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上的成果，也看到了教育
部门其间改革的力度与成效，但正因为法治和市场的
不完善， 政府与市场边界以及政府间边界的不清晰，
特别是行政审批的“好处诱惑”，才使得这一制度改革
成为伴随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长期任务。

4．在大量获取的政府发布的政策文件中，尚未寻
求到有关教育政策评估的制度。 虽然 2017 年 5 月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
责的评价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7〕49 号），但是这是
上对下的要求。 建立教育政策评估制度是考察长期制
度演进与阶段性制度创新的公共工具。 长期以来，我
们只满足于对政策执行的对象实施政策情况的评估，
且这类评估的数量已达到数不胜数的地步，但是却严
重缺失对制定政策部门和政策本身的评估制度。 虽然
2015 年以来，教育部门开始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进行了中期评估，并
提出对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开展规划实施情况动
态监测和评估， 但我们并没有看到评估后的意见反
馈，且整个教育“政策执行评估是目前政策评估过程
中相对薄弱的环节”[29]。即使评估了，既无法“保证政策
评估的独立性、规范性和法制化”，也无法“确定评估
组织的权责体系，推动政策评估结论的应用，使评估
结论与政策改进密切联系起来”[29]。王蕊提供了发达国
家政策评价制度建设的有关情况，如法国的《研究政
策与技术开发的评估》、英国的《政策评估绿皮书》、加
拿大的《评估政策》《评估职能指令》和《加拿大政府评
估标准》、日本的《政策评估法》、韩国的《政策评估框
架法案》等，都对政策评估主体、评估类型、评估程序、
评估结果的使用和公开等内容做出了明确、详细的规
定，为政策评估提供了有力保障。 美国每项教育法案
都有专门针对该项法案的评估的章节，专门阐明有关
的经费和规定等[29]。 作为一个负责主导全国高等教育
的中央主管部门，对自行确定的制度体系的自省将是
政府公共治理能力建设的一部分，不光应在我国的教

育法律法规中明确教育政策评估，建立教育政策评估
制度，而且需要从过去的政策演进中分析制度创新的
规律和特点，避免公共服务型政府在公共产品提供上
越位、缺位、错位。

注释
①本研究收集的文件主要按照研究所需，即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相

关的政策性文件，不包括全口径高等教育范围的文件。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经 2007 年 1 月 17 日国务

院第 165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2008年 5月 1日起施行。 2015年 1
月 23日， 国务院已着手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 2015年 10月 14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落实高校信
息公开清单做好高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 2016年 2月
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
开工作的意见》。

③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国家教育体制
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均为 2007-2017年期间新增加的内设机构。

④1998年 8月 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98
年 8月 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号公布自 1999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 2015年 12月 27日第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8
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决定》修正。

⑤指本研究主要选取的文件尽可能为政策性文件，不包括程序类的。
⑥见《教育部关于报送行政审批项目清理工作情况的函》（教政法函
（2002）5号）。

⑦行政审批是行政审核和行政批准的合称。 行政审核又称行政认
可，其实质是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行为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审
查、认可，实践中经常表现为盖公章；行政批准又称行政许可，其
实质是行政主体同意特定相对人取得某种法律资格或实施某种
行为，实践中表现为许可证的发放。 行政审核与行政批准经常联
系起来使用，只有符合有关条件才能获得许可证，而且还需定期
检验，如果没有违反规定的情况出现，就由有关机关在许可证上
盖章，表示对相对人状态合法性的认可。总之，行政审批是根据法
律规定的条件，由实际执法部门来审核是否符合条件的行为。

⑧例如，在人才计划上由中央部门确定的命名项目。 我国在不同层
级的组织中形成了一系列的人才计划。 目前，国家人才体系主要
包括：两院院士、千人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万人计划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
群体学术带头人等。各地方也参照中央人才计划推出了具有各地
特色的配套人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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